加快金融深化改革须把好“风险”关
赵平 

　　20世纪70年代初，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伯特·麦金龙几乎同时提出“金融压抑”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进行金融深化才能改变经济欠发达状态。“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快金融深化改革是必然的选择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金融部门的过度放松也可能引发各种潜在的金融风险，应该结合我国金融深化改革战略来降低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安全发展。

　　金融深化是一把“双刃剑”，合理安排的金融深化能够促进金融产业发展，动员金融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但不恰当的金融深化会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产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从我国金融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角度来考量，金融产业未来潜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严密防范金融产业过度膨胀的风险。金融深化要求的金融自由化可能引起金融过热和金融体系过度膨胀，使金融部门交易、商品交易和物质生产之间形成“倒金字塔”结构，造成虚拟资本的运行脱离实体经济。当金融产业过度膨胀的时候，有可能引起特定经济部门过热，如房地产出现“非理性繁荣”和民间借贷资金过分逐利，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经济运行。

　　其次，要谨慎防范金融产业被外国资本控制的风险。为了确保金融稳定有序发展，我国金融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了市场准入限制，但金融开放和金融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但增加了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传播的渠道，而且会对本国金融企业形成巨大冲击。当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要谨防跨国金融巨头会以较低的代价攻城略地，甚至控制战略性的关键领域。

　　第三，要着力预防金融动荡和危机的风险。在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快发展有可能导致金融部门的不稳定，甚至从金融过热演化为金融危机。此外，对外资放松限制和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国际游资投机活动引起的频繁的大规模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体系形成潜在冲击也不容忽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所指出的那样，“新生危机总是出现在金融自由化和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之后，尤其是解除对资本流出的控制(主要的资本流动形式)导致大规模和快速的资本流入。”尽管金融深化引起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孕育了金融危机，但金融深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又是其必然要求。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从不同方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任务，充分显示了加快金融深化改革的能力和决心。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应该从如下方面采取措施推进金融深化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

　　第一，坚定推进金融体制体改，稳步实现金融深化。当前我国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风险等问题，只有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才能解决。从金融制度演进的角度来讲，我国的金融深化改革首先应该加快建立现代市场金融体制。具体内容包括: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理顺金融市场价格体系，重新定位金融的功能，实现从传统的产业金融向现代商业金融转变；加快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全面、均衡、一体化发展；适度放松资本管制，积极谨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在上述过程中，必须按照渐进式开放原则确定改革的时机、次序和重点，做到有管有放、整体协调和逐步推进。

　　第二，坚决加强金融监管，高度防范金融风险。我国金融深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减少过多的人为干预，但同时也需要高效的监管。在逐步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密切协作，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现代金融市场具有自我约束功能，政府应该大力发展行业自律性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引导和监督这些结构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并鼓励金融机构建立定期的内部稽核机制。在规则制定和实施、信息传递和共享、财务披露和公告等方面，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力气提高执行能力，防止金融部门出现风险。总之，鉴于现代金融市场的特点，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金融预警系统、金融监管体系和危机应对机制，将金融风险及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容忍度以内。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改善国际金融环境。全球金融体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局面已然形成，国际金融协调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金融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无论是宏观金融货币政策协调，还是微观金融市场监管合作，都是扩大金融影响、捍卫金融利益和确保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金融协调，促进全球金融体系向公正、平等、均衡、稳定方向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金融生态环境。除了积极参加全球多边金融协调之外，我国还应该促进区域和双边的金融合作，以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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